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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春谛．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生态学报，２０２２，４２（１４）：６０３０⁃６０３９．

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从理论研究
到实践应用

陈春谛∗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高密度人居环境生态与节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摘要：作为生态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有力工具与关键环节，生态系统服务一直是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近些年，亦
是自然资源管理、城乡规划设计等实践应用学科的研究前沿。 因此，相关学科并驾齐驱，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不断丰富其涉

猎领域，支撑决策者权衡利弊，促进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在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的研究链中，存在一些被

忽视却值得回顾的问题，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有没有与实践应用相结合，这种结合的程度如何。 研究检索近十年间国内外发表的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建立“需求驱动—研究匹配—应用结合程度”的分析框架，通过文献计量和相关分析方法，从生态系统服务研

究和实践应用之间结合的有效性这一视角分析国内外该领域进展、存在的不足及发展趋势。 经筛选共获得文献 １２２ 篇；分析发

现，绝大部分的研究开篇自述受实践需求驱动，并表示他们的研究与应用相结合。 这类结合多集中在自然资源管理、规划类应用，
只有少数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于小尺度的工程，如生态恢复工程（１０．７％）和设计（２．４％）。 在研究匹配方面，尽管有些文献构

建了特殊的指标和技术方法促使两者之间建立链接；但整体而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对实践的影响有限，特别是在数据、技术方法

和指标方面，缺少与实践之间明确的关联，存在研究缺口。 最后，在促进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应用之间的有效链接上，提议一

些途径，如创新与实践需求直接匹配的空间评估技术；研发与人们福利（如健康风险、财产损失）直接相关的指标和评估方法等，以
拓展生态系统服务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好地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目标，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应用诉求。
关键词：社会⁃生态系统；生态系统服务；规划设计；自然资源管理；研究缺口

生态系统服务（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是指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产品、服务和环境条件，对人类福祉和

生存至关重要［１—２］。 这一概念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被提出，自 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启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来，研究

得到迅猛发展，受到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关注。 研究从生态系统服务种类组成、价值评估、供需数量关系，
到时空多尺度上的耦合关系，覆盖面广。 因其在空间上能够直观确定各类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明晰优先发

展的服务种类及空间范围等优势，备受自然资源管理、城乡规划设计等实践应用的青睐［３—４］，被认为是将生态

学理论应用于实践的有力工具与关键环节［５］。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最终目标是辅助决策者优化生态保护规划与管理措施，以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

的可持续发展［２］。 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已达成共识，相关学科围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不断丰富、扩展其涉

猎领域，相关研究在近些年来也呈指数增长。 理解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将研究转化为可行动的政策或措

施，对于当前紧迫的可持续发展需求至关重要。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也意识到在自然资源保护、可持续发展领

域，研究转化于应用是一个较为棘手的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研究缺口（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ａｐ） ［６］。 这一问题也受到

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ａｔｕｒｅ 等顶尖期刊持续关注［７—１０］，多从科研体系、管理 ／政策部门之间缺乏协调等角度探讨原因，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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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学科边界，鼓励交叉创新研究。
就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本身而言，国内外已发表大量文献包含生态系统服务供给、需求，以及在规划、设计、

生态恢复、自然资源管理等应用研究。 但各个研究彼此独立，在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应用的研究链中，存在一

些被忽视却值得回顾的问题，例如，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有没有与实践应用产生有效结合，这种关联的程度如

何，研究在缩小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差距上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因此，基于近十年来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本文针对空间类型的文献（即研究涉及空间评估、制图

等，而非单纯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量化）进行系统性分析与综述。 本研究回答三个具体问题：（１）这些研究与

实践应用的结合程度如何？ （２）这些研究是否在结合实践的道路上建立了明确的路径？ 例如，研究采用了什

么技术方法更好地支持实践应用。 （３）以应用为导向，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存在哪些机遇与挑战？ 不同于其

他文献综述在宏观层面上探讨研究与实践应用不匹配的制度问题；本文立足于研究层面，通过全球文献综述，
探索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和实践应用之间结合的现状、存在的不足以及可能的解决途径，以丰富生态系统服务

领域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更好地发挥生态系统服务的研究目标，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应用诉求。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文献选取

英文以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ｉｒｅｃｔ 两大数据平台为检索源，选择同行审议的期刊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以（“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Ｒ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Ｒ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Ｒ
“ｍａｐ ”） ＡＮＤ （“ ｐｌａｎ ”， ＯＲ “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 ＯＲ “ ｄｅｓｉｇｎ ”， ＯＲ “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 ＯＲ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为检索主题词；中文以 ＣＮＫＩ 和万方数据为检索源，以（“生态系统服务”）和（“空间”或“格
局”或“制图”）和（“规划”或“设计”或“恢复”或“修复”或“管理”），搜索文章的标题、摘要或关键词。 根据

Ａｎｄｒｅｗ 等研究结论，全球生态系统服务研究自 ２０１０ 年始呈现指数式增长［１１］，因此本文将文献检索时间范围

设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 年之间。 根据设定的检索条件，初步得到中、英文 １６５３２ 篇。 由于本研究目的旨在探索生态

系统服务研究的应用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城乡规划、自然保护与管理等领域实践提供科学依据，而不是对该

学科的理论发展进行描述和讨论。 因此，进一步的筛选标准为：（１）将文献中涉及理论研究、综述、单纯方法

研发而无具体研究案例的文献剔除；（２）至少存在一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评估结果。 最终获得文献 １２２ 篇

（其中，７６ 篇英文和 ４６ 篇中文）展开系统性分析。
１．２　 分析框架及术语定义

表征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需要一个相对定量化的分析框架。 本文结合实践应用的特

点，从如下 ３ 个方面考虑：（１）研究是否由现实面临的特定问题或需求所驱动；（２）研究细节是否与实践应用

相匹配；（３）研究成果在行业中的应用程度。 进一步，分解这三大方面在文献中的具体信息，例如，针对是否

体现“需求驱动”，需要检查文献是否点明了应用需求、需求方是谁（政府部门、公众等）。 这些具体信息均可

以从文献中提取作为分析变量。 最后形成本研究文献分析的整体框架，见图 １。
目前广泛使用的生态系统服务分类包括供给服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以及维持其他服务所必需的支

持服务［２］。 为了避免分类上的模糊以及重复统计（例如，景观连接既可归于调节服务，也可归为支持服务），
本研究将这些服务重新分为 ３ 种类型：供给、调节 ／支持以及文化服务。 此外，根据前人对生态系统服务空间

评估方法的总结［１１—１２］，本文将文献中所使用的方法按照以下大类进行划分：
• 直接 ／经验绘图：基于小尺度的生态系统服务估算然后通过某种方法外推到更大尺度的区域（例如空

间插值、核密度、价值转移）；使用土地利用 ／覆盖图直接评估服务价值（例如，查表法、基于专家经验）；使用预

先存在的决策规则（例如回归模型、多准则模型）；直接在图上评分标识（例如基于公众调查）。
• 过程模型：采用模型模拟生态系统过程以获得服务价值（如水土流失、土壤侵蚀）。
• 混合方法：上述方法的各种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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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分析框架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中，会应用到多种指标和参数因子，例如，采用生态过程模型会涉及土壤侵蚀因子、
水污染负荷、温度、降水量，以及其他生物物理指标。 为了方便划分和统计，本文将指标分为三类：（１）生物物

理指标；（２）社会经济指标；（３）文献本身为评估生态系统服务而研发的特殊指标。 此外，受限于文章篇幅以

及本文关注的实践类型（规划、设计、生态恢复工程、自然资源管理）的特点，本文定义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

践的结合体现在：（１）纳入政府发展计划或战略中；或者（２）更进一步，已在实施中。
１．３　 数据分析

依照分析框架，对每篇文献涉及的相关信息进行提取和录入，建立一个 １２２ 行（共筛选的文献） ×１９ 列

（变量值）的矩阵数据库。 因为涉及的信息多样，变量的数据类型包括：（１）连续类型，如数据分辨率和生态系

统服务的数量等，有确切的数值；（２）分类变量，如是或否、数据类型等。 针对该类型变量，采用赋值的方法，
例如“是否有需求”变量有三类赋值：如果文献“详细解释”了应用需求，则赋值 ３；如果文献“一般提及”了规

划的需求，如某篇文献写到“对某规划有影响或启发 ／启示”，则赋值 ２；如果文献“未提及”需求，则赋值 １。 该

变量的某个分类值出现的次数与所有结果出现次数的百分比用以描述该分类的重要性。
因为提取的变量类型多样，本文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Ｒａｎｋ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测量变量之间单

调关系的强度和正负方向，以探索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 该方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变量的

数据类型兼容连续型和分类型，不需要服从正态分布［１３］。 采用单尾检验判断显著性水平（设置 Ｐ＝ ０．０５）。 所

有统计分析由 ＳＰＳＳ ２２ 软件进行。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需求驱动

将行业实践需求与研究联系起来，是科学知识更有效转化为实践的第一步。 在 １２２ 篇文献中，７２．１％的

２３０６ 　 生　 态　 学　 报　 　 　 ４２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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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在开篇提到了实践需求（图 ２）；其中，“明确解释”的文献占全部的 ２２．１％，但绝大部分还是“一般性提

及”（５０％）。 但是，大部分文献似乎并不明确表明具体“需求方”是谁，仅有 ２２．１％表明需求方。

图 ２　 各变量统计结果（按照顺时针由大到小）

Ｆｉｇ．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ｃｌｏｃｋｗ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ｌａｒｇｅ ｔｏ ｓｍａｌｌ）

根据需求方的不同，可以发现这些文献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回应两类需求方：（１）响应当地土地利用规划

或社会经济发展需要。 通常，这类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以城市发展为目标，获得的空间评估结果与现状进行叠

合比较，以优化决策。 例如，Ｏｕｔｅｉｒｏ 等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由智利海军区域发展部发起，其内部一份海洋

规划报告指出：“有必要评估目前［区划］方案，重点是针对生态系统服务开展空间评估工作，以确保［海洋规

划］符合智利政府最近颁布的两项任务：（１） 《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目标；以及（２） 《拉夫肯奇法》 （该国

Ｌａｆｋｅｎｃｈｅ Ｌａｗ，第 ２０．２４９ 号法律），该法允许当地土著居民自主管理他们经营的沿海和海洋区域”。 基于此，
该研究：（１）评估当前方案的用地冲突；（２）计算每个分区的三个关键生态系统服务；（３）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３３０６　 １４ 期 　 　 　 陈春谛：基于文献计量分析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从理论研究到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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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并修编海洋功能区划，设立不同的发展情景，旨在服务于海洋规划管理方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１４］。
Ｄｖａｒｓｋａｓ 等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纳入社区恢复规划，其需求来自于所在沿海区域特定的环境问题和潜在生态

灾害，包括风暴、洪水、水华爆发和水域污染等［１５］。
与需求紧密联系的研究并不局限于规划，小尺度的生态恢复工程也可以结合生态系统服务研究。 Ｈｕ 等

在江苏省徐州市采矿塌陷区恢复研究中，首先总结了该市当前土地复垦规划存在的不足和问题，然后结合生

态系统服务空间评估确定采煤塌陷区的恢复重点［１６］。 方一舒等为确定生态保护红线而开展昆明市生态系统

服务定量评价［１７］。 戴菲等在城市街区尺度上结合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绿地规划，研究绿地 ＰＭ２．５消减服务的

空间布局［１８］。
除了上述方式，还有一种（２）响应利益相关者或公众的需求。 不同于政府的官方需求，该类型生态系统

服务研究直接针对利益相关者或公众，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基于现场调查绘制受访者对服务使用需求，进一步

分析与供给之间的关系。 该类以国外研究为主，例如巴塞罗那都市区的研究，对于生态系统服务供给与规划

实践之间的结合，阐述到：“明确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流动和需求可以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作为决策支

持工具的有效性，使得规划者和决策者清楚哪里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利用方式不具可持续性，以及生态系统服

务的流动是否能满足公众需求” ［１９］。 Ｇｒêｔ－Ｒｅｇａｍｅｙ 等以游憩、娱乐服务为例，强调了在研究开始确定不同用

户的兴趣和需求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用户群体，如徒步爱好者、骑自行车者或遛狗群众，他们的利益需求

相互冲突，更加凸显城市开放空间有限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因此该文提出了一个“三层联结”方法联系起

用户、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三者交互共同确定生态系统服务空间评估的目标［２０］。 不难看出，生态系统服务

空间评估的研究在与实践关联的时候，或者是针对“自上而下”的规划、管理和发展的需求；或者是针对“自下

而上”的使用者需求。
２．２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研究匹配

所有文献中，有 １５ 篇未提及空间研究范围；其余文献的研究范围从 ０．１４ ｋｍ２到 ９６０ 万 ｋｍ２之间。 大多数

研究采用的是低分辨率的空间数据，从 ３０ ｍ 到 １ｋｍ（占比 ３７．７％，图 ２）。 仅有 １３．１％的研究使用的是 ０．１２—
２５ ｍ 的数据；其中，有 ７ 篇与场地或街区尺度相关的研究采用高分辨率空间数据，为 ０．１２—１ ｍ。

１２２ 篇文献共统计出 ２４８ 次生态系统服务大类；供给、调节和文化三大类服务所占比例几乎相同。 最受

欢迎的研究对象是聚居地，如城市和乡村地区（占比 ４２．４％）。 这一结果明显不同于其他综述的发现，如
Ｓｈｏｙａｍａ 等发现，研究对象最多的是“森林”，而“城市”数量是比较少的［２１］。 对比该类综述，本文的特点是筛

选、分析与实践相关的文献；因此，不难发现，与实践相关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优先考虑的是以人为主导的生

态系统类型。
进一步，１２２ 篇文献总共研究了 ４３ 项具体的生态系统服务，共出现 ８６５ 次；其中，研究最多的是资源供给

和户外娱乐（图 ３）。 资源供给最多是因为供给服务囊括的内容广，如食品、药品、水、木材、饲料、乳胶供应等

人类需求的方方面面。 而位列第二的户外娱乐总共出现 １０８ 次，其中英文文献占比量大，为 ８５ 次，可见其在

国外研究中的受重视程度。 此外，审美、水量调节和侵蚀研究频率位于前五。 这一结果与其他综述结论有一

定差异，比如有综述归纳碳储存和气候调节服务是最常见研究对象［２２—２３］。 这种差异其实也凸显了一点：由于

人们最容易感受到娱乐、游憩带给他们的益处、直接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在寻求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

实践相关联时，从文化服务切入研究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点”。
在三大类空间评估方法中，大多数研究（共计 ９２ 篇）采用了直接 ／经验法，占所有文献的 ７５．４％。 相比之

下，只有 １０ 篇文献单独使用了过程模型；其余的采用混合评估方法。 不难看出，与实践相关联的生态系统服

务研究更倾向于采用直接 ／经验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对于公众来说更易理解和接受。
进一步，在所采用的具体技术和模型中，中外研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图 ４）。 ７６ 篇英文文献中最常用的

技术是参与式空间评估，通过参与者（包括公众、利益相关者或专家）以个体访谈、研讨会或焦点小组的方式，
在地图上标出他们感兴趣的文化服务所在位置，从而进行空间范围和重要性划定［２４—２７］。 相比之下，国内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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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２２ 篇文献中，研究次数超过 １０ 次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ｔｉｍｅｓ ａｍｏｎｇ １２２ ｓｔｕｄｉｅｓ

则以模型和代理的方法最为普遍。 这一差异可能与双方研究的关注点不同有关系：在实践主题下，国外研究

以文化服务为主，而国内研究以调节服务为主；那么相应地，前者以参与式评估技术为主；后者以模型方法

为主。

图 ４　 生态系统服务空间评估方法所占比例的中英文对比分析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与之相关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涉及公众参与的文献整体占比不高（３８．５％）；而国外研究因较多采

用参与式评估技术，因而公众参与占比较高（４６．１％）。 无论国内外研究，决策者参与到研究的比例都相对较

小。 而在之前探讨“需求驱动”的时候，政府决策者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主要“需求方”。 由此可见，“参与

者”的比例分布模式与“需求方”的分布模式呈相反趋势。
所选文献中，有 １０ 篇英文文献发展了与自身研究目标相适应的特定指标。 例如，“野生食用植物的数

量”被用作衡量加拿大 Ｐｅａｃｅ 河上游流域生态系统服务的一个特殊指标［２８］。 与常用的物种多样性指标不同，
“野生食用植物”可以直接对应当地人的需求。 通常，构建这类特殊指标的目的是与人们的使用需求联系起

来，在某种程度促使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更贴近实际需求。
２．３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应用结合

在应用类型上（规划、设计、生态恢复工程、自然资源管理，图 ２），１２２ 篇文献中占比最多的是针对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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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管理方面的研究；这与其他综述相一致。 这也符合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最初的关注点源自自然资源的保护和

管理。 其次较多的是规划领域，占比 ４１％，具体包括土地利用规划、景观规划和绿色基础设施规划。 规划和

管理实践都侧重于较大的空间尺度，如城市、区域或国家尺度。 相比之下，只有少数研究将生态系统服务应用

于小尺度的工程，如生态恢复工程（１０．７％）和设计（２．４％）。
研究的实践相关性经常在文章结尾处讨论，绝大多数的文献表示他们的研究对于实践应用“有用”

（７８．７％），但他们几乎未提到谁将使用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 在这一点上，文献似乎默契地认为“需求方”
就是使用者；只有少数研究明确提到了使用者，例如，Ｌｏｎｇ Ｉｓｌａｎｄ 沿海韧性规划的研究，提及“规划者以及州和

市政决策者可以在沿海风暴潮灾害前后，将本文［生态系统服务］分析结果用于空间优先级划定” ［１５］。
进一步，针对自述“有用”的文献，在使用方式上，大多数属于以提供空间建议为主的“工具 ／技术细节”类

别（占比 ６９．７％）。 例如，Ｋｉｍ 和 Ａｒｎｈｏｌｄ 研究指出：“随着流域内农业扩张压力的不断增大，我们的研究以政

策目标为导向，同时考虑调节和供给两大类服务之间的权衡和协同作用，帮助精准确定优先发展区域” ［２９］。
Ｒａｍｉｒｅｚ Ｇｏｍｅｚ 等强调：“生态系统服务空间评估的优势在于能够动态输出热点位置，而不仅仅是展示资源所

处的位置。。。 此外，这种动态模式可以有效地帮助决策者做空间分区，改进和更新现有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措

施和政策条例” ［３０］。 国内的文献在使用方式上全部属于该类型。
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指出他们的空间建议是否真正进入实施阶段。 大多数文献倾向于使用虚拟语气或者

假设的方式来讨论生态系统服务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例如，在英文语境下常用“ ｈｏｐｅ”、“ｗｉｓｈ”、“ｗｏｕｌｄ ／
ｃｏｕｌｄ”、“ｍａｙ”；而中文语境下常用“通过…能为…提供决策依据 ／建议”，“有利于…”，“实现…”。 通常情况

下，研究人员注重规划方案形成过程的本身，即实践的第一阶段———纳入官方发展计划或战略中；但不会参与

到下一个实施阶段，也未关注方案的落实结果。 在所有文献中，有一篇实施水平相对较高的研究来自于芬兰

Ｔａｍｐｅｒｅ 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其明确指出，研究成果“已经改变了 Ｔａｍｐｅｒｅ 地区 ２０４０ 年区域规划方案，
为划定当地生态系统服务热点区提供了更全面的解决途径”。 在该文的讨论和结论部分，有独立章节来讨论

如何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应用到土地利用管理中。 该研究坚持“关键问题是一个空间明确的数据库和

评估框架，可以直接与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和规划方案本身进行比较，从而细化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重新制定

相关条例和管控” ［３１］。
此外，少数研究（１６．４％）呈现了第二种使用方式———“概念性使用”，常用于宣传生态系统服务在规划管

理中的重要性，以及提高公众认知［３２］。 整体而言，这些文献缺乏对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的追踪、监测、后评

价以及反馈机制。 这样就很难明确整合生态系统服务的实践方案是否真正实施了。
２．４　 需求驱动、研究匹配和应用结合三者之间的关联

２．４．１　 需求驱动与研究匹配之间的关联

１２２ 篇文献总体来说，描述“需求驱动”的变量与“研究匹配”变量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而单独以国外文

献来看，“需求驱动”与“空间尺度”变量显著正相关，例如，表明需求的研究更倾向于采用小尺度而非大尺度

（Ｓ＝ ０．３８０，Ｐ＝ ０．０１６）。 这也侧面反映了地方性、尺度相对较小的研究更倾向于提供具体的需求、存在的问

题、研究动机等。 而国内研究因为不涉及更大尺度（绝大部分集中于区域 ／省市），因此相关性不显著。
２．４．２　 研究匹配与应用结合程度之间的关联

“情境分析”（针对时间、空间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预测分析）与“应用类型”变量之间存在较弱关系（Ｓ ＝
－０．２０７，Ｐ＝ ０．０４），但与是否“有用”并不存在关联。 这一结论与本文的预期不一致：因为不少研究表明，情景

分析能够预测不同方案对社会和人类福祉的影响和变化以寻求最佳替代方案，一定程度上促使生态系统服务

评估结果更符合决策的实际需求。 但本文没有发现表明自己“有用”的研究与情景分析方法产生紧密关联。
此外，研究中的“评估方法”、“指标类型”、“公众参与”等变量与“应用结合程度”变量之间不存在关联。

推测原因可能是由于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实践应用的空间评估方法；即，相似的方法和技术被用来应对各类不

同的实践应用，从而在整体上没有形成一种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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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尽管绝大部分的文献表明他们的研究是有用的（７８．７％），但空间评估方法与以支持实践为目

的的研究之间并没有形成对应关系。 这也意味着在实践应用方面，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较大提升

空间，即，发展更加有针对性的方法促进与实践应用的结合。
２．４．３　 需求驱动与应用之间的关联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分析表明“需求驱动”变量与“应用结合程度”变量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一般来说，明确说

明“是否需求”（该变量数值＝ ２ 或 ３）的研究更倾向于宣称自己的研究“有用”（ Ｓ ＝ ０．６９２，Ｐ ＝ ０．００５）。 Ｋｉｍ 和

Ａｒｎｈｏｌｄ 的研究充分体现了这种联系：该研究为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的权衡目的确定了优先区域，以应对韩国

政府重点关注的高原农业区的管理方案［２９］。
此外，自然资源管理实践更倾向于提供模糊的需求描述；而规划实践则倾向于更清晰的需求描述。 例如，

荣月静等结合雄安新区总体规划、绿地规划等政府需求，通过研究新区生态系统服务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识

别生态源地，为新区总体规划生态保护与修复提供具体空间建议［３３］。 同样，“需求方”变量表现出几乎相同

的模式，即，明确“需求方”的研究（无论需求方属于哪种类型）更多地集中于非管理类型的实践（Ｓ ＝ ０．６２５，
Ｐ＝ ０．００５），并且更倾向于表述该研究“有用”（Ｓ＝ －０．４６１ Ｐ＝ ０．００５）。

３　 讨论与展望

３．１　 研究匹配

本文关注点与之前的综述不同，因此筛选的文献集存在差异。 尽管如此，本文文献的基本空间信息（如
数据类型、数据格式、空间尺度等）与其他综述却没有多少区别。 绝大多数研究使用的是基于遥感图像的土

地利用 ／覆盖数据，采用 ３０ ｍ 至 １ ｋｍ 的分辨率。 但这些遥感图像实际上并不是为了测绘、评估生态系统服务

而研发的，例如，３０ ｍ 分辨率意味着 ９００ ｍ２的面积是均匀的，土地的多属性特征将被忽略。 另一方面，城市规

划系统常采用地块（建筑块或街区，英文：Ｐａｒｃｅｌ，Ｂｌｏｃｋ）作为城市模型和规划的基本空间单元，并以矢量格式

存储（如 ＡｕｔｏＣＡＤ 软件系统），边界可以精确定位在物理空间中。 相比之下，基于虚拟栅格单元的地图面临着

落地的困难。 况且，规划编制系统具有多层次、等级性的特点，从概念规划到总体规划，再到详细规划，细致程

度不断提高。 与总体规划相比，“详细规划”类别包括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用以确定规划地块

内每个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边界、建筑高度、密度、容积率等［３４］。 在这种差异下，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得到的空

间数据在格式、尺度和分辨率方面通常不符合当地实际的规划系统惯例，使得研究成果可以作为一般性指导，
而不能真正地融合到规划设计实施方案中。

生态系统服务研究是基于生态过程，而实践的本质是社会过程，两者都具有尺度性（研究对象随空间、时
间和组织的变化而表现不同特征） ［３５］；而尺度问题直接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在实际问题中如何有效使用［３６—３７］。
当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尺度与社会实践系统所用的尺度不匹配时，将缺乏合适的“结合点”促进研究的应用

性。 考虑到实践涉及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从尺度的角度出发，本文认为促使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紧密

结合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创新多尺度和跨尺度技术，以提供控制性指标，最大限度地与社会实践系统相兼容。
值得肯定的是，目前已有一些工作开始探索精细尺度、高精度、高分辨率、非传统方式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

法。 例如，Ａｙｄｉｎ 等的研究基于住宅类型（建筑附属物、密度等）来估算住宅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不是使用反

映城市平均碳消费量的通用指标———人均二氧化碳产生量［３８］。 同样，Ｍｅｘｉａ 等发展了“空间详细方法”通过

挖掘对景观设计有直接关联的植被结构和组成单元等细节，对葡萄牙的 Ｐａｒｑｕｅ ｄａ Ｐａｚ 城市公园（面积：
４４ ｈｍ２）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空间评估［３９］。

因此，从实践需求出发，本文建议采用街区地块作为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基础单元，研究建筑类型、密度、
方位、植被组成和结构，并以高分辨率栅格数据或矢量数据作为基础底图，能够更直接地应用于城乡规划

设计。
３．２　 生态系统评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

在众多的空间评估方法和技术中，参与式评估技术变得越来越流行（尤其在国外研究中）。 该类方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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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基于公众对特定位置或某类自然资源的评估，因此可以与使用端直接连接。 从这个角度看，该方法是弥合

研究与实践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认为参与式评估技术可以更广泛地结合公众科学和相关新技术，如大数据

分析、手机信令、旅行路线记录、社交媒体的评论与照片［４０］，实时记录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服务。 这类技术

是对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评估方法的有力补充，催生知识生产与共享，增加“专家—公众”共同规划管理

的可能性。
伴随新的空间评估技术，未来的研究应加强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指标方面的创新，使其与人们的价值观、需

求直接相关，而不是纯粹的生态指标、生物物理指标或常见的社会经济指标。 有研究提议使用与福利相关的

指标来测度生态系统服务。 例如，对于森林火灾造成的空气质量问题，传统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通常使用

空气颗粒物来评估［４１］，而 Ｏｌａｎｄｅｒ 等的研究提议采用因空气污染而去医院就诊的人数作为指标［４２］；对于湖泊

修复项目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传统方法使用氮浓度来评估，但有研究建议使用“可游泳的天数” ［４２］。 总之，
这类指标更关注的是生态系统如何影响人们的利益，比如健康风险或财产损失，其优点在于深入了解当地的

利益相关者，突显生态系统服务的福利性，使其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
基于系统梳理、分析国内外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与实践之间的关联性，本文发现尽管有些文献提议了一些

特殊的指标和技术方法促使两者之间建立链接；但整体而言，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对实践的影响和拓展能力存

在不足；特别是在数据、技术和指标方面缺少与实践之间明确的关联，较难满足实践的需求。 鉴于当前科研文

化和实践行业的惯例及规范，研究人员能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实践兼容，在研究链上做到从“上游”的生态系统

研究到“下游”的决策应用，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挑战也是机遇。 针对两者之间的研究缺口，本文也抛

砖引玉，提议一些解决途径：如创新与实践需求直接匹配的空间评估技术；研发与人们福利直接相关的指标和

评估技术，联系起生态属性、社会经济属性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在实施项目中，开展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结果的

追踪和后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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